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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 2011 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研究迁移模式对农民工

重构人际网络的影响。迁移意愿在迁移模式影响人际网络的过程中起到显著作用; 迁移距离和迁移规

模对两个阶段人际网络都产生负影响，迁移时间对两个阶段人际网络都产生正影响; 农民工在初级人际

网络建立阶段群体差异不大，呈现“内卷性”群体特征，迁移距离和迁移时间都不显著，而在新型人际网

络构建阶段群体差异显现，三种迁移模式均显著，构成新型人际网络差异性的重要原因; 受教育程度、就
业身份等显著影响人际网络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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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
年我国农民工总数为 26261 万人，与 2011 年相比增长 3． 9%。其中，外出农民工 16366 万人，增长 3． 0% ; 本

地农民工 9925 万人，增长 5． 4%①。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民工的迁移规模逐渐壮大，迁移模式也有了较大改

变。迁移形态，从个人迁移转变为家庭迁移、从“钟摆式”的暂时迁移转变为定居为目标的永久迁移; 迁移的

地域选择，从“单向梯度东移”到东强西弱的非对称“双向”迁移转变; 迁移信息的搜寻，从口耳相传的连带式

迁移到依赖信息技术的主动搜寻式迁移; 迁移决策，从计划式迁移到理性自主式迁移等。这些模式的转变源

于城乡经济的发展、技术的变革、劳动力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等，深刻影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与进程

并最终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本文的研究基于“农民工迁移模式变迁”以及“信息社会下信息技术向中下阶层扩展”两个背景，研究在

信息社会中农民工不同的迁移模式是如何影响其人际网络构建的，内在机理以及影响程度。
2 农民工迁移模式与人际网络构建的理论分析

2． 1 农民工的迁移模式演变

2． 1． 1 农民工迁移模式的界定

从已有的相关文献看，专家学者根据各自的学科背景与研究视角给出不同的模式划分。
按照农民工是否打算永久居留在城市，将人口迁移模式划分为永久性迁移和暂时性迁移。两者具体可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注: 年度农民工数量包括年内在本乡镇以外从业 6 个月

以上的外出农民工和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 6 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两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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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一般项目“信息技术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重构的影响研究”( 编号: 11YJC840025)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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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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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是否在城市买房、家庭或个人的年净收益大小、外出时间长短以及是否举家迁移且愿意留城等指标进

行划分( 杨肖丽、景再方，2010) 。另外，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农民工的迁移意愿，即行为层面和制度层

面。从行为层面分析，可以分为行为性的永久迁移和非永久迁移; 从制度层面分析，可以分为制度性的永久

迁移和非永久迁移。判断农民的迁移是行为性的永久迁移还是制度性的永久迁移，主要依据农民工是否实

现了户籍迁移，即农民工是否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 蔡禾、王进，2007) 。关于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居留

特点和动态模式，有研究表明，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居留时间越长，其会“不断沉淀”、“逐步沉淀”，从而发生

永久迁移的可能性越高，即“居留决定居留”( 任远，2006) 。
按照农民工家庭成员迁移人数的多少，将迁移模式分为个人迁移和家庭迁移。个人迁移是指农民工独

自一人进入城市务工经商; 家庭迁移则可定义为携带配偶、子女、父母及其他亲属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

( 唐震、张玉洁，2009) 。其中，家庭迁移模式涉及情况较多，相对比较复杂，具体可分为单身( 未婚) 子女外出

型、兄弟姐妹外出型、夫妻分居型、夫妻子女分居型和全家外出型五种( 李强，1996 ) 。按朱明芬( 2009 ) 的观

点，则可将家庭人口迁移模式归为单人独行、兄弟姐妹同行、父( 母) 子( 女) 同行、夫妻同行、夫妻携子女同

行、夫妻父母子女同行和其它 7 种模式。
按照农民工流动范围，将迁移模式分为跨省迁移、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三种模式。有的学者也将其简单

分为省际迁移和省内迁移两种迁移模式。当人口迁移跨越国境时，一般可以简单划分为国际迁移和国内迁移。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群体划分方式。如有学者基于职业搜寻理论，将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分

为边在家务农边寻找异地工作和先转移到异地再寻找工作两种方式( 钱永坤，2006) 。也有学者按户口登记

地是否改变，将人口迁移划分为户籍迁移和非正式迁移( 杨云彦，2004) 。也可根据人口迁移是否受制度、法
律、政府计划等限制，将迁移模式分为自由迁移和计划性迁移等。

本文将从迁移规模、迁移时间、迁移距离三个侧面分析农民工迁移行为的变化，分别对应着“家庭 /个人

迁移模式”、“永久 /暂时迁移模式”和“省际 /省内迁移模式”。
2． 1． 2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迁移模式的演化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发展，在社会转型以及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

地从农村迁入城市，我国人口流动性逐渐增强，与此同时，农民工的迁移模式也逐渐发生着转变，迁移模式日

渐复杂化和多元化。从掌握的文献看，虽对现阶段农民工何种迁移模式占主导地位方面尚存在一些分歧，但

在关于迁移的演变趋势方面已基本形成共识。
在迁移规模选择上，大多学者认为农民工经历了从个人迁移到家庭迁移的转变。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大

部分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难以维持整个家庭在城市中的定居生活，故我国农民工的迁移仍将以暂时性的个

人迁移为主( 马九杰、孟凡友，2003; 张玉洁等，2006) 。也有学者认为，在新时期，我国农民工的迁移主要以

家庭迁移模式为主，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周皓，2004; 洪小良，2007; 朱明芬，2009) 。
在迁移时间选择上，农民工群体呈现出永久迁移意愿越来越强的特点，这从不同时间发表论文的结论可

以显现。侯红娅等 ( 2003 ) 通过全国性的调查，发现约有 46% 的农民工愿意永久性居住在城市; 李兴华

( 2007) 在湖南的实地调查，显示愿意安家在城市的农民工约有 63% ; 从李强等( 2009) 的课题调研数据中可

以发现“愿意放弃承包地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约占被调查农民工的一半; 2011 年的一项数据则显示 9 成

的农民工愿意永久居留在城市。从总体上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民工选择永久性迁移的比

重将越来越大。
在迁移距离的选择上，省际迁移比重越来越大，并呈长期增长趋势。对比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我们可以发现，2000 年选择省际迁移的人数占总迁移人数的 26． 67%，2010 年其比重则达到了 32． 56%。
2． 2 农民工迁移模式与人际网络构建: 一个理论框架

农民工进入城市，面临一个完全崭新的社会，离开了流出地乡村基层政府的管理，又得不到流入地政府

的“关照”，人力资本积累过程断裂，可用的社会资源和信息渠道急剧减少。农民工为了生存和生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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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不断寻求社会支持，重建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网。然而，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失灵、政
府组织的低效、人群间的“歧视”、农民工个体人力资本的差距，都成为他们在城市构建新型人际网络的障

碍。农民工求职信息传播不畅、上升通道闭塞，进而阻碍了其城市融入的进程。
2． 2． 1 省际 /省内迁移模式下的人际网络构建

一般来说，迁移距离越远的农民工，远离了原有的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为构建其社会网络，会

更积极利用自己的职业人脉关系、现代化信息传播技术( 如微博、QQ、微信等) 及兴趣爱好交流网等资源与城

市市民、异地同事、老板等进行沟通和交流，以拥有广泛的城市信息渠道，在城市中建立一种以业缘、地缘为

主的人际网络。
而省内迁移的农民工距离原籍地较近，能够经常与亲朋好友相聚，同时对于迁入地的本地人来说，其省

内迁移的农民工也都算作是老乡，可以从原有的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中获得社会支持、精神安慰及

就职信息等，他们很少会主动去改变已有的人际网络。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1: 迁移距离对其人际网络从血缘、地缘到业缘、趣缘的拓展起负面影响作用。

2． 2． 2 家庭 /个人迁移模式下的人际网络构建

一方面，家庭迁移不利于人际网络的拓展。一般认为，家庭功能分化程度影响农民工在日常生活领域的

人际交往选择。通常，家庭功能分化越低，意味着从家庭内部可能得到的支援越多，寻求支援的人际交往更

依赖于家庭成员之间，反之则越依赖于家庭外部而寻求社会支援( 蔡禾等，1997) 。选择家庭迁移的农民工

进入城市之后，可以得到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照和支持，孤独感等情绪相对较少，更容易局限于原有以血缘、
地缘为主的社会网络中。

另一方面，家庭迁移也有促使其拓展人际网络的动力存在。家庭迁移者为了整个家庭在城市中的发展

和稳定，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服务，有可能会通过职业关系、所在居住区域的地理位置关系、参与城市各类

社会活动等途径，和城市市民、其他外地农民工、同事或有相同兴趣的本地人交流。从这一方面讲，家庭迁移

者凭借其较多的迁移人数优势，更易于构建较为广泛的、成员较多的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 迁移规模对人际网络的拓展具有正向和反向双方面的影响。

2． 2． 3 永久 /暂时迁移模式下的人际网络构建

一般来说，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时间的增加，对城市社会生活的认识和适应性增强，对城市里的其他

群体也从陌生到逐渐熟悉，这些促进了他对城市信任感的加强，社会网络实现拓展。
较之于永久迁移，选择暂时迁移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只是单纯地务工经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会回到原籍

地生活、工作，因此暂时迁移的农民工很少有意愿去扩展城市中的人脉关系和社会交流网。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 迁移时间有助于农民工人际网络的拓展。

3 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借鉴相关文献资料并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农民工的人口迁移划分成三种迁移模式: ( 1) 按迁移距离，

将农民工迁移模式分为省际迁移和省内迁移; ( 2) 按迁移时间以及是否打算长期居住，分为永久迁移和暂时

迁移，即如果流入迁入地时间在 3 年及以上并且愿意融入本地并成为其中一员则为永久迁移，其他则归为暂

时迁移; ( 3) 按迁移人数，分为个人迁移和家庭迁移，即如果农民工一个人独自出来务工经商等则为个人迁

移，携带配偶、子女等则为家庭迁移①。
3． 1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原国家人口计生委( 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1 年流动人口的抽

样调查数据，样本总数为 128000 份，其中 16839 份样本部分数据缺失，因此本文剔除了这 16839 份数据，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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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样本数据为 111161 份①。

表 1 解释变量赋值表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迁移模式( MP1) 1 = 省际迁移; 0 = 省内迁移

迁移模式( MP2) 1 = 家庭迁移; 0 = 个人迁移

迁移模式( MP3) 1 = 永久迁移; 0 = 暂时迁移

就业身份( ES) 1 = 雇主; 2 = 自营者; 3 = 家庭帮工; 4 = 雇员

居住方式( LM) 1 = 散居; 0 = 聚居

性别( G) 1 = 男; 0 = 女

年龄( A) 岁

婚姻状况( MS) 1 = 已婚; 0 = 未婚

受教育程度( ED) 1 = 文盲; 2 = 小学; 3 = 中学; 4 = 大中专; 5 =
本科及以上

注: 由于 2011 年流动人口数据中年龄的数据为具体年月，故此
处年龄是按 2011 年估算的年龄，而非准确的周岁年龄。

本文主要研究不同的迁移模式对农民工

人际网络构建的影响，因此，本文所需的主要

变量包括人际网络、迁移模式( 分三类) 、个人

特征( 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

度、就业身份以及居住方式) 以及三类交叉变

量。
因变量为人际网络( IN，Interpersonal Net-

works) ，并通过“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 不包括

顾客) ”这一项数据来测度农民工人际网络的

情况。本文将农民工人际网络分为 3 种类型:

3 = 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 ( 其他本地

人 + 其他外地人) ; 2 = 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

际网络( 户籍人口同乡 + 流入人口同乡) ; 1 =
很少与人交往( 很少与人来往) 。

表 2 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划分及其比重

迁移模式 %
按迁移时间及意愿划分

永久迁移 49． 2
暂时迁移 50． 8

按迁移范围划分

省际迁移 70． 8
省内迁移 29． 2

按家庭迁移人数划分

家庭迁移 67． 7
个人迁移 32． 3

注: 总人数为 111161 人。永久迁移共
54637 人，暂时迁移共 56524 人; 省际迁移
共 78662 人，省内迁移共 32499 人; 家庭迁
移共 75270 人，个人迁移共 35891 人。

自变量主要有 5 大变量: ( 1) 迁移模式变量。本文将迁移模式

变量( MP，Migration Patterns) 共划分为省际、省内迁移 ( MP1 ) ; 家

庭、个人迁移( MP2 ) ; 永久、暂时迁移( MP3 ) 三类。如果发生省际迁

移、家庭迁移、永久迁移，则 MP1、MP2、MP3 这三个变量分别赋值为

“1”; 反之，则赋值为“0”。( 2 ) 个人特征变量: 就业身份 ( ES，Em-
ployment Status) 、居住状况( LM，Living Mode) 、性别( G，Gender) 、年
龄( A，Age) 、婚姻状况( MS，Marital Status) 和受教育程度( ED，Edu-
cation Degree) 。具体解释变量的设置和解释见表 1 ( 解释变量赋

值表) 。
3． 2 模型选择

根据上述变量的分析，可以得知被解释变量为分类变量，解释

变量中有连续变量、虚拟变量和分类变量等，故本文采用多元 logis-
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在本文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

为 IN，解释变量包括 MP1、MP2、MP3、MP1* MP3、MP1* MP2、MP2*
MP3、ES、LM、G、A、ED、MS 等 13 个变量。具体 logistic 回归模型表述如下:

( 1) Logit( IN) = ln［IN / ( 1 － IN) ］= α0 + α1MP1 + α2MP2 + α3MP3 + α4ES + α5LM + α6G + α7A + α8MS +
α9ED + μ

( 2) Logit( IN2 ) = ln［IN2 / ( 1 － IN2) ］= β0 + β1MP1 + β2ES2 + β3LM2 + β4G2 + β5A2 + β6MS2 + β7ED2 + μ2

( 3) Logit( IN3 ) = ln［IN3 / ( 1 － IN3) ］= γ0 + γ1MP2 + γ2ES3 + γ3LM3 + γ4G3 + γ5A3 + γ6MS3 + γ7ED3 + μ3

( 4) Logit( IN4 ) = ln［IN4 / ( 1 － IN4) ］= δ0 + δ1MP3 + δ2ES4 + δ3LM4 + δ4G4 + δ5A4 + δ6MS4 + δ7ED4 + μ4

上述公式中，α、β、γ、δ 是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α0、β0、γ0、δ 是截距项，μ、μ2、μ3、μ4 是误差项。其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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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了重新分类。其中，婚姻状况中已婚为原数据的在婚、离婚和丧偶; 居住方式中散居为原数据的租

住私房、借住房、自购房 /自建房; 聚居为原数据的租住单位 /雇主房、单位 /雇主提供免费住房、就业场所、政府提供廉租房、其
他非正规居所; 受教育程度中文盲为原数据的未上过学; 小学为原数据的小学; 中学为原数据的初中、高中; 大中专为原数据

的中专、大学专科; 本科及以上为原数据的大学本科、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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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1) 是一个总体模型，包括本文重点考察的省际迁移和省内迁移、永久迁移和暂时迁移与家庭迁移和个人

迁移 3 个迁移模式变量，同时包括个人特征变量。其余模型分别就 3 个迁移模式变量进行考察，此外本文还

将对考察省际永久、省际家庭以及家庭永久迁移模式( 模型 5 － 7，模型形式与上述模型一致) ，以更进一步了

解 3 种不同的迁移模式分别对农民工人际网络构建产生的影响。本文将运用统计软件 SPSS 20 进行多元 lo-
gistic 回归分析。
3． 3 模型估计

3． 3． 1 模型拟合信息及似然比检验

从模型( 1) 的拟合结果来看，当模型未引入解释变量时( 只包含截距) － 2 的对数似然值为 54469，引入

解释变量后减少为 49102，两者之差等于 5367，自由度为 28，P ＜ 0． 001，则拒绝原假设①，表明至少有一个解

释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不为 0，认为该回归模型有效。与此类推，其余模型也皆有效。
此外，根据以上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结果，可知在 P =0．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各解释变量的结果极为显著。

3． 3． 2 回归结果

运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经 SPSS 20 版计量统计软件运行处理，上述 7 个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见

表 3 － 1 及表 3 － 2 所示。

表 3 － 1 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
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 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年龄 － ． 029＊＊＊ － ． 027＊＊＊ － ． 028＊＊＊ － ． 027＊＊＊ － ． 016＊＊＊ － ． 013＊＊＊ － ． 012＊＊＊ － ． 012＊＊＊

迁移模式( 省际迁移 /家庭迁移 /永久迁移为参照组)

省内迁移 ． 052 ． 052 － － ． 678＊＊＊ ． 679＊＊＊ － －
个人迁移 ． 276＊＊＊ － ． 269＊＊＊ － ． 298＊＊＊ － ． 269＊＊＊ －
暂时迁移 － ． 029 － － － ． 006 － ． 174＊＊＊ － － － ． 155＊＊＊

就业身份( 雇员为参照组)

雇主 ． 063 ． 045 ． 070 ． 049 ． 216＊＊＊ ． 210＊＊＊ ． 320＊＊＊ ． 284＊＊＊

自营者 － ． 228＊＊＊ － ． 255＊＊＊ － ． 219＊＊＊ － ． 248＊＊＊ － ． 043 － ． 062 ． 061 ． 021
家庭帮工 － ． 775＊＊＊ － ． 814＊＊＊ － ． 762＊＊＊ － ． 803＊＊＊ － ． 564＊＊＊ － ． 601＊＊＊ － ． 451＊＊＊ － ． 498＊＊＊

居住模式( 散居为参照组)

聚居 ． 123＊＊＊ ． 168＊＊＊ ． 121＊＊＊ ． 169＊＊＊ ． 166＊＊＊ ． 203＊＊＊ ． 142＊＊＊ ． 202＊＊＊

性别( 男性为参照组)

女性 － ． 176＊＊＊ － ． 178 － ． 176＊＊＊ － ． 179＊＊＊ － ． 079＊＊ － ． 080＊＊ － ． 076＊＊ － ． 082＊＊

婚姻状况( 已婚为参照组)

未婚 － ． 277＊＊＊ － ． 094* － ． 274＊＊＊ － ． 089＊＊ － ． 088 ． 089 － ． 061 ． 144＊＊

受教育程度( 本科及以上为参照组)

文盲 ． 181 ． 171 ． 181 ． 177 － 1． 14＊＊＊ － 1． 18＊＊＊ － 1． 21 － 1． 18＊＊＊

小学 ． 525＊＊＊ ． 513＊＊＊ ． 526＊＊＊ ． 520＊＊＊ － ． 941＊＊＊ － ． 978＊＊＊ － ． 977＊＊＊ － ． 958＊＊＊

中学 ． 694＊＊＊ ． 686＊＊＊ ． 697＊＊＊ ． 695＊＊＊ － ． 610＊＊＊ － ． 639＊＊＊ － ． 601＊＊＊ － ． 582＊＊＊

大中专 ． 452＊＊＊ ． 451＊＊＊ ． 458＊＊＊ ． 461＊＊＊ － ． 299＊＊＊ － ． 312＊＊＊ － ． 241＊＊ － ． 228＊＊

常数 2． 92＊＊＊ 2． 91＊＊＊ 2． 90 ＊＊＊ 2． 91＊＊＊ 2． 80＊＊＊ 2． 69＊＊＊ 2． 76＊＊＊ 2． 87＊＊＊

注:①因变量“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和“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的参照组为
“很少与人交往”;②* 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水平上
显著。

3． 3． 3 结果分析

( 1 ) 迁 移 距 离

( 省际 /省内迁移模

式) 对 人 际 网 络 的

影响

迁移 距 离 对 初

级 人 际 网 络 的 构

建影响 不 显 著。与

“很少与人交往”相

比，省内迁移比省际

迁移的农民工构建

的血缘、地缘为主的

人际网络更多( B =
0． 052 ) ，影 响 不 显

著 ( sig． = 0． 110 ) 。
本文解释为省际迁

移的农民工，迁移距

离越远，越形成人际

社 会 网 络 关 系 的

“拖 网 效 应”，即 距

离越远，原有人际网

络关系越脆弱。
迁移 距 离 对 新

型人际网络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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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假设 H0 : 模型( 1) 无效，拟合度差; 备择假设 H1 : 模型( 1)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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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显著的负影响。这说明农民工的人际网络构建还处于被动、初级为主的阶段。另外，也可能由于其他因

素共同影响造成的，比如居住方式，根据统计结果，选择聚居的省际迁移农民工比省内迁移的农民工多 47．
4%，绝对人数相差 14339 人，由于省际迁移的农民工较多是居住在单位房、工棚等场所，其人际交往对象大

多也是居住在一起的老乡，当他遇到困难或者生活危机等情况时，也往往向居住在一起的老乡获得帮助，故

这部分农民工的人际网络仍以地缘等为主，从而也缺少重构其原有人际网络的愿望与动机。

表 3 － 2 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
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 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年龄 － ． 027＊＊＊ － ． 028＊＊＊ － ． 027＊＊＊ － ． 009＊＊＊ － ． 014＊＊＊ － ． 011＊＊＊

迁移模式( 参照组分别为省际永久迁移 /省际家庭迁移 /家庭永久迁移)

其他 1 ． 041 － － ． 255＊＊＊ － －
其他 2 － ． 153＊＊＊ － － ． 632＊＊＊ －
其他 3 ． － － ． 056 － － － ． 061

就业身份( 雇员为参照组)

雇主 ． 049 ． 043 ． 056 ． 299＊＊＊ ． 271＊＊＊ ． 292＊＊＊

自营者 － ． 249＊＊＊ － ． 254＊＊＊ － ． 242＊＊＊ ． 028 ． 011 ． 026
家庭帮工 － ． 806＊＊＊ － ． 814＊＊＊ － ． 797＊＊＊ － ． 500＊＊＊ － ． 505＊＊＊ － ． 498＊＊＊

居住模式( 散居为参照组)

聚居 ． 165＊＊＊ ． 150＊＊＊ ． 161＊＊＊ ． 174＊＊＊ ． 113＊＊＊ ． 195＊＊＊

性别( 男性为参照组)

女性 － ． 178＊＊＊ － ． 177＊＊＊ － ． 178＊＊＊ － ． 077＊＊ － ． 072＊＊ － ． 080＊＊

婚姻状况( 已婚为参照组)

未婚 － ． 098* － ． 177＊＊＊ － ． 108* ． 087 － ． 208＊＊＊ ． 142＊＊

受教育程度( 本科及以上为参照组)

文盲 ． 168 ． 178 ． 169 －1． 258＊＊＊ －1． 191＊＊＊ －1． 204＊＊＊

小学 ． 510＊＊＊ ． 517＊＊＊ ． 514＊＊＊ －1． 026＊＊＊ － ． 979＊＊＊ － ． 979＊＊＊

中学 ． 685＊＊＊ ． 684＊＊＊ ． 689＊＊＊ － ． 648＊＊＊ － ． 636＊＊＊ － ． 600＊＊＊

大中专 ． 452＊＊＊ ． 446＊＊＊ ． 458＊＊＊ － ． 278＊＊ － ． 290＊＊＊ － ． 238＊＊

常数 2． 885＊＊＊ 2． 896＊＊＊ 2． 866＊＊＊ 2． 602＊＊＊ 2． 669＊＊＊ 2． 803＊＊＊

注:①因变量“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和“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
际网络”的参照组为“很少与人交往”;②* 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

( 2) 迁移规模 ( 家庭 /个人迁移模

式) 对人际网络的影响

迁移规模对初级和新型人际网络

构建都起到显著负面作用。这印证了

家庭分化程度对人际网络构建的影响。
家庭迁移模式的农民工由于主要家庭

成员一起迁入城市，家庭功能分化程度

较低，遇到困难等一般通过家庭成员内

部解决，对人际网络依赖较小，对重构

人际网络的意愿也较小。
( 3) 迁移时间 ( 永久 /暂时迁移模

式) 对人际网络的影响

迁移时间对初级人际网络建立影

响不显著，对新型人际网络构建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相比永久迁移模式，暂时迁移模

式对于构建以业缘、趣缘为主的新型人

际网络的可能性更低。为获得更广泛

的信息和社会支持，适应城市生活和节

奏，突破原有的人际网络，并进一步融

入城市，选择永久迁移的农民工经常会

主动地与城市中的同事、城市市民、拥

有相同兴趣爱好的朋友等交往、沟通，

从而在城市中建立较为广泛的人际网

络和社会关系网。
( 4) 个人特征变量对人际网络的影响

由模型( 1) 的回归结果可知，以“很少与人交往”作为参照组，年龄、性别、居住方式等均对构建以血缘、
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及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较为显著( sig． 均为 0． 05 以下) ，婚姻状况对构建以血

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较为显著，但对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不显著( sig． 分别为 0． 000、0． 108) 。
受教育程度较高者越能够在城市中建立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与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相比，受教

育程度较低者对构建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具有负向作用，且极为显著( B 均为负数，sig． 值均 0． 001
及以下) 。一般情况下，劳动者的文化程度越高，其人力资本存量也就越高。而人力资本存量的高低又会直

接影响到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就业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农民工人际网络的构建。同时，受教育水平高意味着

其能够为其他人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这种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交换将会进一步拓展受教育程度较高的

农民工的人际社会关系网。
相对于男性，女性对构建人际网络( 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及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 具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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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向影响( 系数 B 为负) ，这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在传统的农村家庭中一般男性是主导，进入城市之后，

男性相对与女性能较快适应城市生活和工作，并较快地与一起来打工的老乡、其他同事、城市市民等建立

联系。
年龄与拓宽人际网络具有反向关系，其原因是因为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交往更加频

繁和活跃，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其社交活动、城市业余生活等途径、渠道也更加广泛，并进而更一步扩宽

其社会人际网络。
相比散居者，聚居对农民工构建以血缘、地缘为主人际网络的构建具有正向影响，且 OＲ 值大于 1，说明

聚居的农民工构建以血缘、地缘为主人际网络的概率与“很少与人交往”的概率之比，较散居的农民工的这

一比值大 1． 131 倍。另外，从回归结果来看，聚居也对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的构建具有正向影响，且

通过显著性水平，这与预期不符。
以已婚作为参照组，婚姻状况为未婚的农民工对构建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及以业缘、趣缘为主

的人际网络均具有反向作用，这符合我们的预期，即已婚者较之于未婚者更能够扩展其人脉关系网。
最后，从就业身份对农民工人际网络的影响来看，随着就业身份的提升( 从“家庭帮工”到“自营者”再到

“雇主”) ，农民工的人际网络逐步得到了转变和提升( 系数由负逐步变正) 。
4 研究结论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本文将农民工迁移模式划分为省际 /省内迁移，家庭 /个人迁移，永久 /暂时迁移等三

种迁移模式，并将人际网络分为“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以及“很少

与人交往”。基于原国家人口计生委 2011 年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立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模型，运用统计软件 SPSS 20，分析研究农民工迁移模式对其人际网络构建的影响。
结果表明，迁移模式对农民工人际网络的构建具有显著的影响:

( 1) 迁移意愿在迁移模式影响人际网络的过程中起到显著作用。本文认为，不管是迁移距离、迁移规模

还是迁移时间都是农民工在现阶段迁移的外在表现，而内在影响人际网络构建的是迁移意愿。这在本文的

“迁移时间( 永久 /暂时迁移) ”中得到印证，只有这一项模式是显著正向影响的，而永久迁移在本文中界定为

迁移时间超过 3 年且愿意融入本地。
( 2) 迁移模式对人际网络不同阶段的影响是不同的。本文将人际网络的构建分为初级人际网络( 以血

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 和新型人际网络( 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 两个阶段。首先，迁移模式对人

际网络两个阶段的影响方向相同。迁移距离和迁移规模对两个阶段人际网络都产生负影响，迁移时间对两

个阶段人际网络都产生正影响。其次，农民工在初级人际网络建立阶段群体差异不大，迁移距离和迁移时间

都不显著; 而在新型人际网络构建阶段群体差异显现，三种迁移模式均显著，构成新型人际网络差异性的重

要原因。
( 3) 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存量不足，人际交往在初级阶段呈现“内卷性”。受教育程度这一控制变量在

初级人际网络和新型人际网络两个阶段作用都是显著的，但影响方向不同。在初级人际网络的建立阶段，和

“本科及以上”相比，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中学、大中专的农民工构建的初级人际网络更多，这是和一般情况

不相符的，说明了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以及农民工人际交往的群体“内卷性”。而在新型人际

网络的建立阶段，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构建以业缘、趣缘为主人际网络的概率提高。这说明了人力资

本对农民工新型社会网络构建的重要作用。
( 4) 农民工自身与城市交往的意愿与动力显著影响人际网络构建。这可以从居住方式上表现出来。居

住方式为散居的农民工比聚居形式的农民工在初级和新型人际网络构建时都更积极，打破了其人际交往的

“内卷性”，农民工不得不更积极主动地构建新的人际网络。这一点也在迁移时间( 永久 /暂时迁移模式) 中

得到印证。因此，通过住房等政策的出台提升农民工的交往意愿可以促进其城市融入。
( 5) 就业身份的提升促进了人际网络的提升。按照本文对就业身份进行的等级划分，将农民工就业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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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提升的过程界定为: 从“家庭帮工”到“自营者”再到“雇主”。在“家庭帮工”阶段，对两种人际网络都是

显著的负影响; 在“自营者”阶段，随着就业身份的提升，对初级人际网络的构建虽然还是显著的负影响，

但负影响程度减小; 当就业身份提升为“雇主”时，对人际网络的构建更多地表现在以业缘、趣缘为主的新

型人际网络上，且是正的显著影响。因此，通过政策制定打通农民工的就业上升通道将会促进其城市融

入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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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Migration Patter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Ｒural Migrants’Information Interpersonal Networks

LIANG Hui1，HU Jian2，YANG Yun-yan3

( 1 Population and Ｒegional Development Ｒesearch Center，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
ics and Law，Wuhan 430073，China; 2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3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ttee of Hubei
Province，Wuhan 430073，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sampling survey data of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1 and utilizing
the model of the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pat-
ter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personal networks． The research results manifest that，firstly，the
willingness to migrat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affecting interpersonal networks
by migration patterns; In addition，migration distance and migration scale both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wo stages of interpersonal networks，and the migration time has a positive influ-
ence on the two stages． Thirdly，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among the rural migrants in the con-
struction of primary interpersonal network，which presents“involution”in the group，and both
distance and migration time is not significant; However，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among the
group of rural mig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interpersonal network，all of the three mi-
gration patterns are significant，which is the main reason of the discrepancy of new interpersonal
network． Fourthly，education degree，employment status and so o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con-
struction of interpersonal networks．
Key words: migration patterns; interpersonal networks; rural 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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